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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

黄建安

　　提　要：民间自发状态下的村志编纂，成果难以预期，质量难有保证，难以适应 “村落终结”时代的需要。

政府部门应当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快将村志编纂全面提上日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机构设置，

将 “村村修志”，最好是自然村 “村村修志”，纳入国家第三轮修志工作规划，积极探索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

社会支持的村村修志工作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村村修志，尤其要优先保证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村庄

的村志编纂，改变目前村志编纂中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力度不足的现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抢救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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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终结”① 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之一。随着国家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由于撤村改居和村庄兼并等原因，平均每年有上万个村庄在中国行政版图上 “消失”。真实记录这

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为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庄留下永久的文化记忆，是时代赋予方志

人的历史使命。然而，到目前为止，村志的编纂仍没有全面提上国家工作日程，还主要处于民间自

发的状态。事实表明，民间自发状态下的村志编纂，大多是情感触发型，具有偶然性，主要靠村民

对自己村庄的深厚感情，成果难以预期，而且由于人力物力财力都缺乏保障，再加上村民的文化水

平和业务水平有限，即便有专业方志工作者的指导，质量也往往得不到保证，难以适应时代的需

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李培林指出，“目前，许多地方编修乡镇志、村志、家谱的

积极性很高，但规范性不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距离２０２０年全国启动第三轮修志还
有较长时间，要进行科学规划，探索地方志工作向乡镇志、村志和家谱编纂延伸”②。山西李茂盛

也指出：“目前，山西的村志编修没有统一的规范，编纂质量参差不齐，同时还存在宗族、派系、

宗教成分过浓等问题。”③ 再如，王建设强调：“当前尤其急需解决的是村志编写力量的问题。……

农民的热情虽高涨，但难保村志的质量。”④ 又如，毛曦、董振华指出：“以前的村志编纂由于处于

缺少监管的自发状态，村志质量难免参差不齐，有些质量较高，但也有个别村志存在质量较低的问

题。”⑤ 村志编纂主要处于民间自发状态的局面亟须改变。

一　村志编纂现状
村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观记载一村之风土人情、因革变故的重要载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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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村落终结”，指的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传统村落的行政边界、自然边界、经济边界、

社会边界、文化边界发生分化和巨变，最终或被撤销、或被兼并，走向解体和消亡的现象。具体可参阅李

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李培林：《村落的终
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
李培林：《在广东省地方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转引自王建设：《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掘》，《海南新使命：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范例———海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上）（会议资料），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
王建设：《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掘》，《海南新使命：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范例———海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上）（会议资料）。

毛曦、董振华：《城市化进程中系统开展村志编纂的意义与建议》，《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有省、市、县三级志书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它可以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各地农村变迁提供翔实

的人文资料，为政府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为各地保存文化记忆、提

高文化软实力作出贡献，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比拟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全国范围内的村庄数以万计。村志也自古有之，清人标新立异，为村立

志，可谓是村志编纂之发端。清康熙年间安徽池州的 《杏花村志》、上海地区的 《紫堤村小志》

堪称代表。但尽管如此，在现今所见地方志书中，大量的是省、府、州、市、县志书，村志甚

少。据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显示，现存１９４９年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８２００多种，其中乡、
镇、村、里志仅１６０多种。① 改革开放以来，在两轮修志工作的带动下，全国各地村志编纂获得
空前推广与发展，在受关注度、社会参与度、编修成果数量等方面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

期。②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李培林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６日在讲话中指出：“乡镇志、村
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５２００多部。”③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冀祥德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在２０１９年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工作会议工作报告中指
出：“乡镇志、村志编修高潮迭起，截至目前，全国年内出版乡镇志、村志３３０多部。”④ 据毛
曦、董振华不完全统计：“目前可知有清代村志９种、民国村志１４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村志
６００多种。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 （不包括港、澳、台）共计出版６０３种新修村志，其中山西１４４
种、山东１２９种、河南５３种、浙江４３种、北京３０种、云南３０种、福建２１种、河北２１种、陕
西２１种、江苏２０种、广东１７种、上海１１种、辽宁９种、湖南８种、湖北６种、天津６种、甘
肃５种、黑龙江４种、江西４种、内蒙古４种、安徽３种、青海３种、四川３种、广西２种、贵
州２种、吉林２种、重庆１种、宁夏１种。”⑤ 尽管与历史时期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村志编
纂之盛实属空前，但村志编纂数量在社会主义新方志中所占比例仍然甚小，与全国村落实际数量

相比更是差距甚大。

直到今天，在国家颁布的相关文件中，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的主要还是省、市、县三级志

书，对村志编纂，并不承担过多的责任。如 《地方志工作条例》，主要对如何保障省、市、县三

级志书的编纂作出明确规定，对县以下村志编纂的开展和保障问题并未提及。再如２０１５年８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也只是提出：“指导
有条件的乡镇 （街道）、村 （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

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⑥ 又如，２０１７年５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国家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也只是强调： “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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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建设：《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掘》，《海南新使命：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范例———海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上）（会议资料）。

参见颜越虎：《从 〈白沙村志〉到 “珠三角现象”———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李培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实现地方志 “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奋斗———在

２０１８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中国名山志文化工程启动仪式
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冀祥德：《坚定信心 凝心聚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志”礼———２０１９年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工作
会议工作报告》，《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毛曦、董振华：《城市化进程中系统开展村志编纂的意义与建议》，《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① 村志编纂工作仍没有全面提上工作日程，

其编修还主要处于民间自发的状态。正如李培林２０１４年所说，“编修乡镇村志不在 《地方志工

作条例》规定的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之内，是我们的自选动作”②。目前已有部分省、

市、区、县政府发文全面启动村志的编修工作 （详见表１），如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７日下发了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全面开展全省乡镇 （街道）、村志编纂工作的通

知》，决定在湖北全省全面开展乡镇 （街道）、村志编纂工作；山东省政府办公厅２０１６年８月转
发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 《关于做好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意见》，推动全省有条件的

乡镇村开展修志工作，提倡有条件的乡镇、村庄全部启动修志工作；河南省政府办公厅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下发 《关于做好乡镇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启动全省乡镇志编纂工作，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

可适时启动村、城市社区志书编修工作；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日出台 《关于加

快推进宁波市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各乡镇 （街道）要督促、鼓励和支持村 （社

区）开展志书编纂工作，２０１７年要争取各乡镇 （街道）均启动村 （社区）志编纂工作，到２０２０
年，实现中心村、历史文化名村、重要社区全覆盖；浙江省海盐县县长章剑于２０１４年５月专门
就村志编纂工作作出指示，要求该县全面启动村志、村史编纂工作③；２００１年５月，广东省广
州市天河区政府发文，同意区政协提案，要求区志办负责组织村志编修工作，２００２年，村志编
修工作写入 《天河区政府工作报告》，在整个行政区范围内全面铺开编写村志丛书④；山东省青

岛市崂山区、肥城市、平阴县等开展了 “村村修志”工程⑤；上海市金山区自２０１２年３月起在
全区全面铺开村志编纂工作，预期到２０１７年底至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可完成全部１２４个村的村志编
印，实现村村有志书⑥；上海市浦东新区在全区启动了村志编修工程，等等。

表１　地方志文件及村志编纂相关内容 （按时间先后）

序号 文件名称 时间 村志编纂相关内容

１
《安徽省地方志工作

条例》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 需要且有条件编纂部门志和乡 （镇）

志的，参照本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
《北京市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
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街道志的

编纂，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编纂方案报市或者

区、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的，市或者

区、县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提供必要的

指导、服务

３
《陕西省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１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其他以 “志”命名的出版物应当真实、

客观、准确，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报

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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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５月８日，第１版。
李培林：《在山东省史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参见颜越虎：《从 〈白沙村志〉到 “珠三角现象”———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参见靖婧：《略谈村志的编修———以 〈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为例》，《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参见李培林：《在山东省史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参见沈松平、杨丹：《关于新中国乡镇村志编修历史的考察》，《上海地方志》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续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时间 村志编纂相关内容

４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

施 〈地方志工作条

例〉办法》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编纂出版有助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其他志书、地情文献。有条件的乡

镇、村可以组织编纂志书。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

对有关编纂活动给予业务指导，并做好备案工作

５
《河北省地方志工作

规定》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需要且有条件编纂部门志、行业志、

乡镇志、街道志的，参照本规定执行。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提供业务指导、

服务

６
《江西省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 需要编纂部门志、行业志、乡 （镇）

志且已具备编纂条件的，其编纂工作参照本办法

的相关规定执行

７
《贵州省地方志工作

规定》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１５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编纂部门志、乡 （镇）志可以参照

本规定执行

８
《江苏省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
日起实施

第十七条 鼓励组织编纂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部门志、专业志以及乡镇 （街道）志等其他志

书。志书应当确保质量，接受地方志工作机构的

指导和督查

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实施 〈地方志工作

条例〉办法》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 需要且有条件编纂部门志、乡 （镇）

志以及其他志书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１０
《云南省地方志工作

规定》

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
１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乡 （镇）志、部门志以及其他地情文

献的编纂，参照本规定执行

１１
《上海市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１１年 ５月
１８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地方志工作机构可以根据有

关单位的要求，为其编纂其他志书和年鉴提供指

导、服务

１２
《山西省地方志工作

条例》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
日起施行

第七条 从事乡 （镇）志、村志编纂活动的，应

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

的指导

１３
《河南省地方志工作

规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部门志、行业志、乡 （镇）志、街

道志的编纂，参照本规定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给予业务指导

７论 “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



（续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时间 村志编纂相关内容

１４
《海南省地方志工作

规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鼓励组织编纂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部门志、专业志以及乡镇 （街道）志、村志等

志书、年鉴或者其他地情文献。编纂单位应当接

受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指导和督查，志书等文献编

纂出版后，应当将样书和电子文本报所在地本级

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

１５
《宁波市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
日起施行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村 （居）

民委员会根据当地实际，在县 （市）区人民政府

的统一规划下组织编纂乡镇志和行政村志

１６
《浙江省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其他志书和年鉴

的组织编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其他志书和年鉴，是指机关、社

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及个人组织编

纂的专业志、乡镇志、村志和专业年鉴等资料性

文献

１７
《苏州市实施 〈地方

志工作条例〉办法》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
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鼓励有条件的街道、社区 （村）、机

关、企事业单位编纂地方志书。志书经地方志工

作机构审定验收后方可公开出版

１８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做好乡镇志

编纂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２９日印发

有条件的地方可适时启动村、城市社区志书编修

工作

１９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

条例》 （２０１３年修
订）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
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编纂乡 （镇、街道）志和年鉴，应当

接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

构的指导

２０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省地方志工作的意

见》

２０１４年 ８月
１２日印发

不断探索和创新地方志书编纂体制机制。大力推

进乡 （镇、街道）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加强对

部门志、行业志、特色志、村志编纂的指导和

服务

２１
《黑龙江省地方志工

作规定》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１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鼓励编纂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

企业志以及乡镇 （街道）志、村志等特色志书、

年鉴或者其他地情文献。编纂单位应当接受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业

务指导，并将出版后的志书和年鉴等文献资料报

送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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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时间 村志编纂相关内容

２２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关于全面开展

全省乡镇 （街道）、

村志编纂工作的通

知》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７日印发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决定在全省全面开展湖北省

乡镇 （街道）、村志编纂工作。全省乡镇 （街

道）、村志编纂的总体目标是，２０１５年启动，力
争２０２５年前基本完成乡镇 （街道）志和大部分

村志出版任务。

各地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乡镇 （街道）、村

志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将其列入议事日程，在

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应建立乡镇

（街道）、村志编纂委员会和工作机构，选派得

力人员组成修志工作队伍，保证必要的工作

条件。

在工作方法上可以先行试点，取得经验，然

后全面铺开；也可以整体推进。全省以京山县作

为乡镇 （街道）、村志编纂工作试点。同时要充

分调动社会各界尤其是本乡镇 （街道）、本村群

众及本乡镇 （街道）、本村在外人士参与修志的

热情，主动为乡镇 （街道）、村志编纂提供有价

值的资料。要主动加强对乡镇 （街道）、村志编

纂工作的指导及编纂人员的培训，保证志稿编修

质量。修志经费在纳入当地财政预算的基础上，

可采取乡镇 （街道）、村庄自助、企业赞助、引

进社会资金等多种方式筹措。

全省乡镇 （街道）、村志编纂工作启动后，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队伍建

设、培训和业务指导。初稿撰写完成后上报至各

县 （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进行评审，各市、

州地方志工作机构验收，最后报送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２３
《青海省地方志工作

规定》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
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鼓励编纂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

企业志以及乡镇 （街道）志、村志等志书、年

鉴或其他地情文献。编纂单位开展编纂工作时，

应当接受所在地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并

将出版后的志书、年鉴或者其他地情文献及时报

送备案

９论 “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



（续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时间 村志编纂相关内容

２４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８月
２５日印发

指导有条件的乡镇 （街道）、村 （社区）做好志

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

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

２５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

委员会 《关于做好

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

意见》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１８日印发

指导思想：

提倡有条件的乡镇、村庄全部启动修志工作，其

中，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定的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综合实

力 “千强镇”以及获得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

的特色名镇、名村，２０１８年年底前完成修志
任务。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市史志机构要成

立修志专家咨询组，负责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业

务指导。县级史志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发动、统筹

规划、业务指导、初稿初审、审查备案等工作。

乡镇、村庄成立乡镇村志编纂委员会，组建编写

班子，负责资料搜集、篇目设计、志稿撰写、内

部评审等工作，经县级史志机构审查验收后方可

出版，出版后报省、市史志办公室。

（二）强化修志保障。乡镇、村要把乡镇村

志编修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发展规

划，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县级史

志机构要加强业务指导和规范管理，及时研究解

决编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依法纠正和查处不规

范的修志行为。要加强顶层设计，搞好资源整

合，将乡镇村志编修纳入 “乡村记忆工程”和

“县及县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为乡镇村志编修工作创造良好的政策

环境

２６
《西藏自治区实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

办法》

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
２０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专业志书、专业年鉴、地情文献、

乡 （镇）志和特色行业志等的编纂，参照本办

法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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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时间 村志编纂相关内容

２７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宁

波市地方志事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７年４月７
日印发

（五）有重点地推动村 （企业）志编纂。各乡镇

（街道）要督促、鼓励和支持村 （社区）开展志

书编纂工作。上轮志书下限距今超过 ２０年的，
可着手第二轮修志工作。已编纂发行村 （社区）

史等地情书的，应扩展、补充编纂成正式的志

书。今年要争取各乡镇 （街道）均启动村 （社

区）志编纂工作，到２０２０年，实现中心村、历
史文化名村、重要社区全覆盖。从 ２０１８年起，
各乡镇 （街道）每年都有村 （社区）志出版，

到２０２０年，争取所有中心村完成志书出版。乡
镇 （街道）要切实承担起村 （社区）志纂修的

领导职能，加强工作部署和督查，并给予必要的

人力、财力及其他工作条件上的支持。区县

（市）地方志部门要加强工作督促和业务指导，

做好试点及其经验总结、推广等工作，分期分批

推进村 （社区）志编纂

２８
《国家 “十三五”时

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

纲要》

２０１７年５月７
日印发并实施

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

２９
《辽宁省地方志工作

规定 （草案）（征求

意见稿）》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２６日

第十六条 鼓励编纂部门志、行业志、专业志、

企业志以及乡镇 （街道）志、村志等特色志书

和年鉴或者其他地情文献。编纂单位应当接受地

方志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并将出版后的志书和

年鉴等文献资料报送备案。

第十九条 部门志、行业志、乡 （镇）志、

街道志的编纂，参照本规定执行

３０
《天津市地方志工作

办法》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
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 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街道志

和专业年鉴的编纂，参照本办法执行

３１
《广东省地方志工作

条例》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
日起施行

第九条 从事村志、部门志、行业志、专门志等

志书以及其他年鉴、地方史编纂活动的，应当接

受所在地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指导

１１论 “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



具体来看，目前全国各地村志编纂的开展模式主要有以下４种：
第一种是村民自发启动，并独立完成村志编纂。如河南省修武县西村乡洼村村民王家一和

另外两名村民从２００１年开始，用时６年多，自发编纂完成 《北洼村志》。① 宁夏彭阳县王洼镇

崖堡村古稀老人高荣峰用９年时间，完成 《崖堡村志》。② 江西省都昌县苏山乡袁如岗湾村袁

银初，邀请村里７位村民一起合作，历时近３年，编写完成 《袁如岗湾村志》。③ 河北省高邑

县仓房村８位年长的村民，用２年时间，编写完成 《仓房村志》。④ 河北省王硇村曾当过教师

的村民王德才，退休后历时５年，于２０１６年编纂出版图文并茂的 《王硇村志》。⑤ 浙江省杭州

市萧山区进化镇邵家塔村８０多岁村民邵水春用６年多时间编纂了８０余万字的 《邵家塔村志》，

并自费印行，分发给村民。⑥ 山东省临邑县临南镇于辛庄村老支书任长明带领村民，历时４年，
完成 《于辛庄村志》。⑦ 广西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孟莲村人张明品，退休后历时１３年，编修完
成 《孟莲村志》，等等。

第二种是村民自发，并在专业方志工作者的参与或指导下完成村志编纂。如浙江省江山市

《白沙村志》，就是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大队会计毛兆丰发起，并在 《江山县志简编》主编毛

东武的指导、参与，以及吴木根、吴钻根等人的协助下，前后花费１０年时间编修完成的，其出
版费用来自７６位村民的捐款。⑧ 河南省林州市任村镇盘山村的 《盘山村志》，是由村民岳旺子、

李根用等自发编写，并在修志工作者王文学的帮助、参与下，用３年多时间编纂完成的。⑨
第三种是政府组织编纂。如广州市 “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就是广东省内首个由区级政府

主导，并在整个行政区范围内全面铺开编写的村志丛书。瑏瑠 再如，被纳入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

黑龙江省的 《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村志》瑏瑡 《八岔赫哲族村志》瑏瑢、广西南宁市的 《扬美村

志》瑏瑣 等。

第四种是专家学者编纂。如时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孙继民利用驻村参加社教工作的

机会，编修了 《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志》。瑏瑤 烟台市委党校教授王喜红用近４年时间编纂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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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参见朱殿勇、谭勇：《修武：村民自发撰写 〈村志〉》，《河南日报》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第６版。
参见马俊：《民间 “司马迁”９年修 “村志”》，《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第５版。
参见袁奇、邹晓华：《小村有 “大志”：我省首部自然村村志诞生———为留住乡愁 都昌村民３年编写２６万
字》，《江西日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１日，第Ｃ１版。
参见张明星、王庆芳、祁鹏娜：《我市农村兴起编修村志热潮———留住乡愁乡韵 助力乡村振兴》，《石家庄

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５日，第１版。
参见张军：《康熙 〈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参见颜越虎：《从 〈白沙村志〉到 “珠三角现象”———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参见刘文：《农民写村志，记录小村４００年变迁》，《农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１日，第５版。
参见颜越虎：《从 〈白沙村志〉到 “珠三角现象”———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参见秦名芳、岳铜铃、岳圆：《记录山村变迁 感悟幸福生活———林州市任村镇潘山村自发写村志》，《河南

日报》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第５版。
参见靖婧：《略谈村志的编修———以 〈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为例》，《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参见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 〈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村志〉评审会召开》，《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 〈八岔赫哲族村志〉评审会召开》，《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云亦云：《〈扬美村志〉亮相人民大会堂》，《南宁日报》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第５版。
参见张军：《康熙 〈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沙岛村志》。① 香港史专家刘蜀永、文史工作者苏万兴主编完成了香港有史以来编修的第一部村

志——— 《莲麻坑村志》，该村志详细列举了主要参考资料，有学术意识，展现了学者风范。② 上

海市闵行区学者型村民
!

半农著述了 《
!

家塘志》。③ 复旦大学退休教授、著名社会学者刘豪兴

主编 《开弦弓村志》④，等等。

与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开展的村志编纂相比，村民自发的村志编纂优势在于编纂者土生土

长，对村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其他村民的配合度高，劣势在于编纂者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往往

有限，再加上由于未列入国家方志编修规划，人力物力财力缺乏保障，因而在整个编修过程中会

面临更多的困难，需要编纂者有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归结起来，村民们不畏困难，自发编修村志

的初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为留住乡愁。如袁如岗村的袁银初说自己想编 《袁如岗湾村志》的初心是， “每每回

村，看到古建筑消亡与日俱增，村里的一些民俗、民风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想用编志来表达他

对乡愁的寄托”⑤。

二是为存史。如 《白沙村志》发起者毛兆丰为填写地名调查表，明白了 “国有史，地有志，

家有谱”的文化传统，懂得了编修志书的意义，所以开始琢磨着要编一本 《白沙村志》。⑥ 毛兆

丰在回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 “你怎么想起撰写 《白沙村志》的”问题时就说：“几千年来，国有

史，家有谱……家谱毕竟是一家一族的文化，而村志则不同，它能反映全村政治、经济、文化的

历史面貌，又有与全体村民休戚相关的好人好事记载，最起码的存史作用是很大的啊！”⑦ 河北

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冯米山说其编修 《塔冢志》的原因是，“近年来城中村改造让传统乡村发生巨

变，人们从平房搬到高楼大厦，从村民变成市民，但有关村子的传说和记忆，还有古朴的乡风民

俗，却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所以这个变迁过程需要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下来”⑧。山东省临邑县

临南镇于辛庄原村支书任长明提议编纂 《于辛庄村志》的最初想法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新农村

合村并建，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离开乡村，再过几年，村里知道过去情况的人会越来越少。

要年轻一代真正知道先辈生活的艰辛，让他们意识到现在的幸福，让他们认识到日后进入社会可

能会遇到艰难曲折，应该把历史的真相全面地展示在他们面前，让子孙后代都知道于辛庄的由来

和发展变迁。作为土生土长的于辛庄人，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保存

下来。”⑨

三是为挽救村落文化。如 “宁夏彭阳县王洼镇崖堡村古稀老人高荣峰用９年时间编写 《崖

堡村志》的初心就是记录这个村落的变迁，挽救他心中的村落文化。有村志在，就能找到根

儿”，因为 “近年来，每年数万个村落消失在人们的眼前，由于没有村落志，这些村落最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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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张开祝：《村史研究的佳作——— 《北沙岛村志》评介》，《山东工商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参见梁滨久：《别样的风采———喜读香港 〈莲麻坑村志〉》，《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参见张军：《康熙 〈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参见 《中国江村———开弦弓村村志编纂启动》，《江苏地方志》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袁奇、邹晓华：《小村有 “大志”：我省首部自然村村志诞生———为留住乡愁 都昌村民３年编写２６万字》，
《江西日报》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１日，第Ｃ１版。
参见颜越虎：《浙江农民的村志》，《今日浙江》２０１２年第１８期。
颜越虎：《从 〈白沙村志〉到 “珠三角现象”———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第
１０期。
高博：《留住乡村记忆，留住乡村的根》，《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第８版。
刘文：《农民写村志，记录小村４００年变迁》，《农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１日，第５版。



失在记忆的长河里……一场大移民、大搬迁正席卷中国，村民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乡，追寻

新的生活和梦想，宁夏也不例外。从２０１１年起，宁夏实施３５万生态移民搬迁，很多村落的名
字被抹掉，村民被移走，原来生活的地方回归自然，变得踪迹难寻”①。再如编修 《邵家塔村

志》的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邵家塔村８０多岁村民邵水春也表示，修村志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
点东西。②

二　“村落终结”现状
当前，随着国家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正在大规模衰败、消

失。③ 据 《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显示 （详见表２），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
原因，全国村民委员会从９４０６万个锐减到６４０１万个，平均每年减少１５万个。“仅２００１年一
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２０００年减少了２５４５８个，平均每天减少约７０个。它们
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

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④

表２　全国村民委员会数量变化情况一览表 单位：个

时间 村民委员会数量 时间 村民委员会数量

１９８５年 ９４０６１７ ２００６年 ６２４４２８

１９８６年 ８４７８９４ ２００７年 ６１２７１２

１９８７年 ８３０３０２ ２００８年 ６０４２８５

１９８８年 ７４０３７５ ２００９年 ５９９０７８

１９８９年 ７４６４３２ ２０１０年 ５９４６５８

１９９０年 ７４３２７８ ２０１１年 ５８９６５３

１９９５年 ７４０１５０ ２０１２年 ５８８４７５

２０００年 ７３４７１５ ２０１３年 ５８８５４７

２００１年 ７０９２５７ ２０１４年 ５８５４５１

２００２年 ６９４５１５ ２０１５年 ５８１万

２００３年 ６７８５８９ ２０１６年 ５５９万

２００４年 ６５２７１８ ２０１７年 ５５４万

２００５年 ６４０１３９ ２０１８年 ５４２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６》，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
计摘要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中国统计出版社；民政部 《２００９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社会服
务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民政统计季报 （２０１８年４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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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俊：《民间 “司马迁”９年修 “村志”》，《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３日，第５版。
参见颜越虎：《从 〈白沙村志〉到 “珠三角现象”———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４年
第１０期。
参见潘良蕾：《开展村志编修 承续乡土文化》，《联合时报》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３日，第２版。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第１页。



另据 《２０１７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 （详见表３），全国自然村数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３
万个，减少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７３万个，短短１０年间就消失８０万个，相当于平均每天消失２００多个
自然村。此外，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１０年间减少近２５万个自然村，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７年间减少约
２８１万个自然村，其中２０１７年减少１６８万个。

表３　全国自然村数量变化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个

时间 自然村数量 时间 自然村数量

１９９０年 ３７７３ ２００４年 ３２０７

１９９１年 ３７６２ ２００５年 ３１３７

１９９２年 ３７５５ ２００６年 ２７０９

１９９３年 ３７２１ ２００７年 ２６４７

１９９４年 ３７１３ ２００８年 ２６６６

１９９５年 ３６９５ ２００９年 ２７１４

１９９６年 ３６７６ ２０１０年 ２７３０

１９９７年 ３６５９ ２０１１年 ２６６９

１９９８年 ３５５８ ２０１２年 ２６７０

１９９９年 ３５９０ ２０１３年 ２６５０

２０００年 ３５３７ ２０１４年 ２７０２

２００１年 ３４５９ ２０１５年 ２６４５

２００２年 ３３９６ ２０１６年 ２６１７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１７年 ２４４９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

再以浙江省为例， 《浙江统计年鉴》显示 （详见表４），相较第一轮修志后１０年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第二轮修志前１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浙江全省的城镇化和村庄兼并速度显著加快，
全省行政村数量在急剧减少。在第一轮修志后的１０年，浙江全省村民委员会数量由１９９２年最高
的４３５１６个，减少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２２２６个，也就是说，在这１０年间，大约有１２９０个行政村走向
了 “终结”，平均每年减少１２９个。而在第二轮修志的前１０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浙江全省村民
委员会数量则由２０００年的４２２２６个，减少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９８７４个，也就是说，在这１０年间，大约
有１２３５２个行政村在浙江行政版图上消失，平均每年减少１２３５个，这个速度，差不多是第一轮修志
后１０年的１０倍。并且，目前这一势头仍然很强劲。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浙江全省村民委员会数量由
２０１０年的２９８７４个，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７４５８个，７年间减少２４１６个，平均每年减少３４５个，其中
２０１１年浙江全省减少行政村１０９１个。

５１论 “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



表４　浙江省村民委员会数量变化情况一览表 单位：个

时间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７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７年

村民委员

会数量
４３３０７ ４３４６８ ４３５０６ ４３５１２ ４３５１６ ４３５０７ ４３４１８ ４３３６４ ４３３２２ ４３２２２

时间 １９９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村民委员

会数量
４３１０８ ４２８６５ ４２２２６ ４０５６９ ３９１２５ ３８３２２ ３５４４５ ３４５１５ ３２９７６ ３１０６０

时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村民委员

会数量
３０１１２ ２９９７４ ２９８７４ ２８７８３ ２８７７１ ２８３４２ ２７９９７ ２７９０１ ２７５６８ ２７４５８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社会经济统计年鉴１９８６》；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浙江调查总队编：《浙江统计年鉴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浙江全省自然村数量变化情况来看，《浙江统计年鉴》显示 （详见表５），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浙江全省村民小组数量从３５５万个减少到３４３５万个，５年间减少１１５万个，平均每年大约减
少２３００个；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从３４３５万个减少到３２５０万个，１０年间减少１８５万个，平均每
年大约减少１８５０个；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从３２５０万个减少到３２２６万个，３年间减少０２４万个，
平均每年大约减少８００个。

表５　浙江省村民小组数量变化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个

时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村民小组数量 ３５５ ３４３５ ３３４５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２ ３２９８
时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村民小组数量 ３２６５ ３２６０ ３２５０ ３２３４ ３２３２ ３２２６

　　资料来源：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 《浙江统计年鉴》等

尽管从全国和浙江的数据来看，２０１０年以来，村落终结的速度相比总体有所放缓，但可以
预见，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内，中国大地上 “村落终结”的故事，还将持续不断地上演，甚至可能会比之前更加

严重。“广东清远连州市河背村，一个普通的粤北小山村。如今一年中最热闹的春节，也未能给

它带来一丝生机，原本２３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山西省的一个赵家沟村，
由于人口大量外流，且随着老人陆续过世、青少年外出工学，这种典型的黄土高原生态村落，将

面临 ‘空巢’的境地，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些，已经成为

中国许多即将消亡的村落的一个普遍现象。”① 再如，“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向前推进，广大城市

周围的村庄正在被城市蚕食，在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型城市周围的村庄亦在逐渐消失，如上海市

闵行区虹桥镇之虹五村，梅陇镇之陇兴村其村级建制分别于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撤销。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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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海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上）（会议资料）。



成了居民委员会和股份实业公司 （原村级集体经济实体，村民改制成股东和职工）”①。又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浙江全省各地衍生了无数的 “城中村”，有数据显示，仅杭州就有

“城中村”近３００个，温州则有５００多个，就连绍兴也有近２００个。也可以预见，时下轰轰烈烈
的 “城中村”改造，终将会使这些村庄彻底消失，终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取代。

正如王建设、沈永清、张军等人所指出的，“农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一些村落已经

或行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她所积淀的厚重文化也有消亡的可能。不即刻抢救这些历史文化，

必然会造成历史的遗憾”②，“编纂村志是保留各村文献，保存记忆，再现其发展脉络的有效方

法，其价值在于彰善引风气。随着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面对一个个村落的快速消失，编

纂村志显得愈发紧迫和必要”③，“编修村志是系统研究农村新情况的一种有效形式。编修村志

也是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村级资料的最佳载体。这些已被撤销或正在撤销的村，如果

不编写村志，今后要收集、抢救村的演变的资料就难了”④，“由于村志编纂首先未得到政府的

鼎力支持，兼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城乡一体化的加快，对广大农村尤其是对几

十万个村落是一个强大的冲击，有的村落已经在冲击下消亡。各乡村清代、民国时期的历史人文

信息已基本散失，解放前后的珍贵历史人文信息亦濒于散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６０多
年来的历史变迁尚未全面、系统地记录和整理。加之随着一些老农的相继去世，今后想做都很困

难。这样，客观上就给编纂村志带来许多不便。因此说，村志编修是一项抢救性、紧迫性的工

作，刻不容缓”⑤，“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当下，村落的消失已成常态，面对如此境况，村志的编

纂显得愈发紧迫和必要。一方面，通过村志编修可以将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落的历史留存下来，将

村落各方面的信息留存下来，为后人留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此时若不尽快着

手村志编纂，其后再想弥补将会难上加难。因为随着村落的消失，获取村落各方面的信息将会变得

越来越难，故而当前所倡议的村志编纂，实属抢救性的文化保护工程，具有特殊意义”⑥。面对

“村落终结”的狂风暴雨，步履蹒跚的村志编纂现状显然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三　村志编纂问题
对于村志编纂，方志界过去的观点是，编写村志多为补省县遗漏，而且该村一般具有值得修

志之条件 （如经济发达、交通要道、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等）。由于其时政府对修村志不提倡，

因为全国范围内自然村数量数以万计，如每村皆修志，那不知要投入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故有人提出，除历史上特别有影响的少数村庄 （如金田村、翠亨村、韶山冲、西柏坡等）可考

虑修村志外，一般村庄都不需要编写。⑦ 也有人提出，村庄是否值得修志，应掌握五个标准：

名、古、特、富、大，一般来说，这５个条件缺一不可。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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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永清：《论村志编修》，《广西地方志》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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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海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上）（会议资料）。

张军：《康熙 〈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沈永清：《论村志编修》，《广西地方志》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王建设：《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掘》，《海南新使命：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范例———海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上）（会议资料）。

毛曦、董振华：《城市化进程中系统开展村志编纂的意义与建议》，《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参见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参见杜道遥：《由编纂 〈扬州堡城村志〉引起的几点思考》，《江苏地方志》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方志乃一方全史，修志是个大工程。中国村庄数量众多，如每村皆修志，需要投入庞大的人

力、物力、财力，以我们过去的经济条件，确实不现实，而在变迁缓慢的农耕社会，也没必要。

这是过去国家对编修村志不予提倡，村志编纂始终处于民间自发状态的重要原因。应当说，在每

村皆修志条件不允许，也没必要的前提下，我们选择一些更具修志价值和意义的村庄来编写村

志，是合情合理的。但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世易时移，现在我们还能否继续任其处于民间自发

状态？志书编纂要适应时代的需要。今天，我们正处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

的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高速发展，乡村变迁加剧，每天都有许多新城

区拔地而起，每天都有大量村庄成为记忆。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太多的社会变革需要我们去记

录，有太多的文化记忆需要我们去抢救。民间自发状态下的村志编纂，成果难以预期，质量难有

保证，已难以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

李培林为 “中国名镇志丛书”作的序中指出：“按照我国目前地方志行政法规，国家各级

地方志机构的法定职责是编纂省、市、县三级志书，并不包括县以下的乡镇和村志。这种规

定，一方面可能因为全国有数百万自然村落和数万乡镇，全部实行官修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可

能因为我国历史上就有 ‘皇权止于县’的说法，县以下的民间社会历来是一个自治为主的领

域。然而，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在基层社会的乡镇、村落、

家庭领域更为深刻。作为 ‘乡之首，城之尾’的镇，逐渐被日益崛起的大都市淹没了光彩，村

落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每天都在大量消失，农村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化趋势非常突出。在这

种情况下，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留得住历史文化记忆和乡愁，如何把修志的工作向基层社会

延伸？”①

李培林还指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决定启动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我国目前有

４万多个乡镇，全部修乡镇志还不具备条件。中国名镇志丛书选择的是传统文化名镇、历史军事
重镇、革命历史名镇、民族特色名镇、特色经济名镇、旅游景观名镇等类型的乡镇，应该是最具

代表性的，在中国乡镇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中具有标杆意义。”② 王伟光也指出：“启动中国名

镇志文化工程，是适应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形势需要、适应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需要的重要举

措，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志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③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启动，大体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思路。李培林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在
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第二轮修志是我们的法定职责，编修

乡镇村志、发掘乡土文化资源是我们的自选动作。这个自选动作，是大势所趋。现在中指办已经

在财政部立了一个项目，叫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今年中指办将推出第一批，如果这个工程

能成功，中指办很快就会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④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提出：“指导有条件的乡镇 （街道）、村

（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做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组织编纂工作。”⑤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在安徽绩溪正式启动，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推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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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传承历史文化 留住乡愁记忆》，《光明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２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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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志书古今 启迪未来》，《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７日，第７版。
李培林：《开拓创新，乘势前进，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在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

总结讲话》，《新疆地方志》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批 “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丛书”２６部。２０１７年５月７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家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强调 “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

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①。这是目前国家在村志编纂问题上，制度供给

和管理规划的最新和最大力度。

显然，这种顶层设计背后隐含着以下两方面的思考：一是认为中国村庄数量太多，村村修

志，且全部实行官修，目前仍然不具备条件，因而作出 “指导有条件的村 （社区）做好志书编

纂工作”以及 “开展部分有条件的村志编纂”的制度安排；二是认为完全任由村志编纂处于民

间自发状态，的确也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作出启动中国名

村志文化工程的工作规划，选取一些有 “名”的村庄来编写村志，在选取村庄的时候兼顾典型

性和代表性。

应该说，国家这种工作安排，更多地是考虑到政策的稳妥性、渐进性和可落地性，相比之前

任由村志编纂处于民间自发状态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目前这种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的力度，仍

不足以应对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村庄文化抢救性的村志编纂问题。如果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

庄不是有名的村庄，或被认为没有条件编纂村志，就仍只能寄希望于民间的自发修志，而这具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到底何谓有条件、何谓没有条件，国家相关文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和判

断的标准，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当今时代，经济发

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科技昌明，毋庸置疑，我们的村志编修条件，相比明清汪永安、沈葵

他们，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如果一定要说哪个村庄不具备修志的条件，缺的恐怕只是汪永安、沈

葵他们身上那种矢志不渝的精神和１０余年孤灯独对的勇气！
明末清初定居于诸翟的平阳汪永安，有鉴于该村往迹 “俱在苍茫明灭间”，若不志之，恐将

泯轶，乃决意 “网罗旧闻，条列体例，考之志乘，询之村耆”，终于康熙五十七年 （１７１８）草成
《紫堤村小志》一书。全书３卷２３目，１０万余言。其后，寓居此地的东阳沈葵，以 《紫堤村小

志》草成后已有１００余年中断，“其故老之前型，乡村之遗事，已几渺不可溯”，倘今再不续修，
则后人更难求其遗绪。遂毅然以衰龄老弱之躯，独任增补续修之事。在 《紫堤村小志》原有基

础上，“就童时所闻诸故老，且采诸各家遗编”，穷１０余年之功，终在咸丰六年 （１８５６）增补纂
成 《紫堤村志》。全书扩为８卷４２目，２０余万言。从 《紫堤村小志》到 《紫堤村志》，前后１３８
年，草创者汪永安，增修者沈葵，皆为流寓诸翟的外姓耆宿，一无经费可资，二无修志机构支

撑，其得以纂成，全凭他们的儒者良知，公益之志和矢志不渝之心。②

笔者以为，只要我们有汪永安、沈葵他们身上的这种勇气和精神，只要我们有心、用心、齐

心和恒心，以今时今日的经济社会条件，村村皆修志，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在 “村落终结”

的背景下，村村皆修志，也是非常必要的，从村志资料的搜集特点来看，更是非常紧迫的。正如

毛曦、董振华、王新玲、王建设等人所指出的，“虽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的村志编纂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与省、市、县志的系统编修相比，村志编修并未纳入国家及各级政府的统一规

划与管理当中，也缺少专项资金的支持，因此长期处于一种自发状态，随意性较大。……到目前

为止，与全国庞大的行政村或自然村的数量相比，已经编纂的村志数量可谓沧海一粟。新时期的

村志编修工程应该覆盖全国，包括所有村落，做到村落无一遗漏，每村都有村志，从而通过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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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程，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正在不断消失的村落文化信息保存下来”①，“从国家层面上看，

由于村志未列入整个方志编修序列，目前村志的编纂多属自发行为、各自为政，因而亟需各级政

府的有力支持。就像省志、市志、县志，应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范畴，尽快完成由提倡到规导的过

渡。加大村志修编的宣传舆论导向，营造村志修编的氛围，宣传村志修编的重要意义，发动、号

召村民关注、村民支持、村民参与。各级政府应出台有关条例、办法，从组织、规划、人力、物

力、财力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②，“村志资料大部分都是从走访村中老人所得。而能记住新中

国成立前发生的事的老人年龄已很大。如果他们去世，村中的资料就很难收集。……所以，编写

村志有紧迫性。……村志编写很有必要，应尽快启动”③，“村史古已以往，近亦失记，年轻一

代知之更少，留待日后才编写资料难以采集，现趁老一辈还健在，还可以难中取易，因此编志当

务之急”④。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要真正彻底达到文化抢救性的目的，村村皆修志，还

最好是自然村村村修志，而非行政村村村修志。因为自然村是历史上人们自行聚居自然形成的，

是历史传承形成的，是土生土长的，它们才是乡村文明的真正载体、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

这也是广东省２０１５年选择启动对全省１８万个自然村开展历史人文普查的重要原因。现实中行政
村往往是由好几个自然村组成的，如果我们只是选择编修行政村村志，限于志书的篇幅，对各个

自然村情况的撰写只能是粗略的、不全面的，其文化抢救性的意义显然并不彻底。而我们也已经

没有时间去一步一步从行政村推进到自然村，我们需要一步到位，最好直接开展自然村村村

修志。

为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政府部门应当彻底突破传统思维定势的局限，及时调整自己的

角色定位，尽快将村志编纂全面提上国家工作日程，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对村

志编纂的制度供给和管理规划力度，将自然村村村修志纳入国家第三轮修志工作规划。同时加强

对自然村修志重要意义和紧迫性的广泛宣传教育，在全社会积极营造自然村村村修志的良好氛

围，尤其是要优先保证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庄的村志编纂，力争在第三轮修志工作中实现村

村修志、村村有志。

四　村村修志建议
村村皆修志，全部实行官修，并非一定要政府全部大包大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

应该充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构建一种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机制。李培林２０１４
年９月在山东省史志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闭门修志已经适应不了形势发展需要了，
要把各部门行业、大学、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民间力量等吸引到地方志工作当中来。”⑤

首先，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如有人就指出，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省、市、县三级每２０年要修一次志，但对编修乡 （镇、办事处）村志并未提出明确要求，

因此多数村庄都没有村志，近年我国经济发展飞速，许多村庄都具备了编修村志的条件，而真正

启动村志编修工作的村庄却不多。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部分村庄的干部对村志编修工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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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认识不足，不愿大量投入人力、财力；多数村庄既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又缺乏能担当编修工

作的人才。① 同时，也有人指出，政府组织的村志编修模式，具有动员范围广、成书效率高、内

容较为全面、体例较为规范等优势。② 为此，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要想切实保证村志编

纂的质量，须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各级政府应尽快将自然村村村修志提到工作日程上来，将其

纳入第三轮修志工作规划，适时增设乡镇、街道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如乡镇方志办、街道方志

办等，以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为依托，发动、组织、指导、督促、培训本行政区内的村志编

纂工作，实现村志编修全覆盖。

其次，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还需要市场机制的参与。村志编纂，从资料搜集到村志

撰写，费时费力，工程浩大。仅仅依靠省、市、区、县、乡镇、街道等官方修志机构的力量，肯

定是不够的。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项目公开招标的途径，将村志编纂交由具备条件的社

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也应作为重要的补充手段。

最后，要顺利实现自然村村村修志，更有赖社会力量的支持。村志编纂，从启动到完成，往

往要花上好几年时间，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此，在村志编修过程中，除了要依

托村民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的力量之外，还应该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如档案局等

机关工作人员、退休老干部、专家学者、学校老师、在校大学生、有一定文化的村民、热心修志

的社会人员和青年志愿者等，在进行定期培训之后，让他们参与村志编修。从财力物力方面来

看，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广州地区，仍有部分村庄因为经费问题无法启动村志编修③，经济相对落

后地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为此，一方面，作为托底和保障，村志编纂的经费要纳入乡镇、

街道一级财政预算，当然，也可以考虑有人提出的 “省、地区市、县 （市、区）、乡镇 （街道）、

村五级承担”④ 的办法，以确保村志编纂经费的落实；另一方面，为了尽可能不增加地方财政的

负担，建议所有村志在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之前，利用政府公告、宣传广告、报纸、刊物、广播、

电视、网络、ＱＱ、微信等媒介，积极向全社会，包括个人、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公司企业等，
争取钱、物、村志资料等方面的捐献捐助。所得捐献捐助，全部优先用于村志编纂，如所得捐献捐

助已足够支付村志编修出版所费，则不得再申请使用财政所拨专项经费。同时，从社会所得的全部

捐献捐助，应由政府部门逐一登记在册，并保证其被合理合法地使用，整个过程应公开透明，接受

全社会监督，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形成 “全民修志，志为民修”的良好氛围。

总之，只要我们有心去做，用心去做，齐心去做，恒心去做，村村修志、村村有志是可以实

现的。时代发展了，经济进步了，村民们物质上比过去更富裕了，但是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村庄

却要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借用乔方辉的话说，“如果没有村志文化载体的传承，纵

使村民的腰包装得再鼓，宅院建得再高档，祖坟修得再豪华，但在乡土历史文化的原野上，他们

仍是手足无措的 ‘失地者’；在精神和灵魂的寄托上，仍有无处依凭的感觉”⑤。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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